
 

 

政民互动与农村居民福利*

−基于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周    彩1，李博文2，吴一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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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积极推进政民互动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共同富裕的坚强保障，但较少有研

究揭示在何种条件下政民互动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改善居民福利。文章利用 2016 年上海财经大学

“千村调查”数据，使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政民互动对农村居民福利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首先，政民互动渠道的畅通拉近了基层政权与村民之间的距离，并有助于提升居民福利水平。其次，

政民互动的三个阶段均不同程度地提升了居民主观福利，其中在事中互动环节，村干部关于公共政

策信息的解读对结果的影响更为显著。最后，清廉感知、程序公平和精准帮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

释政民互动和居民福利的关系，其中程序公平在政民互动与居民主观福利改善间的调节作用高于

清廉感知和精准帮扶。文章结论对于实现农村居民与国家政策之间的良性互动、推进基层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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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随着乡村振兴工作的不断推进，人民生活得到明显改善，而加强政民互动对于加强政民关

系、增加行政权力监督制约、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具有重要意义。2022 年 6 月，国务院《关于加强数

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依托政务新媒体做好突发公共事件信息发布和政务舆情回应工

作，应紧贴群众需求，畅通互动渠道，及时回应群众关切。”政民信息互动被认为是加强问责制、

达成公允决策或共识、提高对政府的信任和巩固政权合法性的一种策略（Lindholm 和 Stevanovic，

2022）。政府为公众参与政策决策和政府绩效评估提供更多机会或渠道，这可以作为提高公众对

政府治理能力信心的一个重要战略（王诗宗和杨帆，2018）。基层政府拓宽信息互动渠道可能有

助于改善公众对公共政策或服务的理解和认知，进而提高居民福利。

在乡村治理中，政民互动实际上是一种博弈。良好的政民互动平台可以将基层政府与居民

之间的博弈转化为合作。通过政民互动，一方面，基层政府将政策信息提供给居民，便于居民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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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掌握政策实施的最新动态，这可以为居民营造一个信息畅通和政策稳定的环境；另一方面，居

民可以利用政策信息实现个体利益最优化，进而增进其福利水平。在乡村振兴的实践过程中，乡

镇政府是农村改革试验的行政主体，也是距离农村居民最近的一级政府，政民互动也相对更为

普遍，这一情境为考察政民互动的福利效应提供了机会。需要注意的是，本文对于政民互动的关

注与财政透明度研究相似，两者均是为了提高工作透明度。对于本文研究目的而言，政民互动作

为研究对象更具适用性。首先，财政透明度研究主要关注财政预算信息的公开程度，侧重于静态

分析（马文涛和张朋，2020），而政民互动反映了一个从单向公开到双向互动的动态演进过程。其

次，就公开内容而言，财政透明度为行政机关在职责履行过程中制作或获取的预算信息公开程

度，不一定与居民利益相关。而村民委员会属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政民互动内容均与村民根

本利益息息相关。最后，就公开方式和程序而言，与个体生产、生活或科研等特殊需求相关的财

政预算信息需向行政机关申请才能公开，而在村落政民互动中，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事项按制

度规定应随时公布。因而在基层治理转型过程中，政民互动更能发挥出约束村级干部行为和改

善村民福利的作用。

本文基于 2016 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探讨了乡镇政府拓宽信息互动渠道的意

愿及其与村庄居民的互动行为对农户客观和主观福利（收入、幸福感、满意度等）的影响。研究结

果表明：首先，政民互动渠道的畅通拉近了基层政权与村民之间的距离，并有助于提升居民福利

水平；其次，政民互动的三个阶段均不同程度地提升了居民主观福利，其中在事中互动环节，村

干部关于公共政策信息的解读对结果的影响更为显著；最后，清廉感知、程序公平和精准帮扶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政民互动和居民福利增进的关系，其中程序公平在政民互动与居民主观福

利改善间的调节作用高于清廉感知和精准帮扶。与已有的研究相比，本文力图在以下几个方面

有所创新。

第一，既有关于政民互动影响的文献主要基于个别案例或特定情境（王学军和王子琦，

2017；沙勇忠等，2019），其结论的实效性值得商榷。在政民互动较为频繁的乡村中，大多数居民

并不主要依赖于互联网等信息技术与乡镇政府进行互动，而更多基于面对面互动。①尽管考察政

民间信息互动的福利效应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但在既有文献中尚未得到充分讨论。本文考察

了政民间信息互动的福利效应，这是对相关文献的一个拓展。

第二，本文区分和量化了政民互动环节，并使用结构方程模型综合考察了不同环节的政民

互动对居民客观和主观福利的影响。沙勇忠等（2019）、侯利文和文军（2022）研究了村务信息公

开的影响，但是使用的研究方法无法直接测量潜在变量指标，如政民互动、居民福利等，也不能较

好地处理多指标测度的问题，降低测量误差。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不仅区分和量化了政民互动

环节，而且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可以直观地比较各潜变量或机制变量的差异，还可以考察变量在

回归模型中的间接效应。

第三，本文识别并比较了清廉感知、程序公平和精准帮扶在政民互动改善居民福利过程中

的重要性，为更好发挥政民间信息互动的服务作用提供了政策参考。政民互动对于增进居民福

利的重要作用已有诸多讨论，但是在改善居民福利的机制方面却缺乏进一步探讨。一方面，政民

互动是政策信息接收、需求表达和监督反馈相互作用的结果（Amirkhanyan 和 Lambright，2017）。

较少有研究揭示在何种条件下，政民互动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农村居民改善福利，而这对于政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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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互联网在农村地区的普及率虽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统计，从 2012 年的 23.7% 跃升至 2018 年

的 38.4%，但这一普及水平仍然较低。这一制约条件使得在中国农村地区基于互联网的政民互动不太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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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策略的优化调整和政权稳定至关重要。另一方面，依据信息互动内容，居民会基于对自身收

益和成本的评估来决定其参与行为（Laenen，2020），但这一行为通过何种途径影响居民福利尚缺

乏经验证据。本文通过对政民互动经济效应的检验，发现清廉感知、程序公平和精准帮扶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解释政民互动和居民福利增进的关系，同时对于理解政民互动的内涵和农村居民福

利改善的影响因素具有现实意义。

本文接下来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是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第三节是数据和方法，第四节

报告了实证结果，第五节是结论和政策启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政民互动与居民福利

政民互动通常被视为村干部与村民关于行政决策、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行政预算事项、投资

项目等进行互动与交流，这样乡镇政府可以满足居民的合理需求，充分利用信息资源，提高乡村

社会的凝聚力，进而更好推进乡村振兴。村级组织将信息进行公开，并不意味着公众已经了解和

掌握这些信息，因而如何将单向信息公开转化为双向信息互动尤为重要。本文拓展的地方在于：

第一，综合考虑了政民间从单向信息公开到双向信息互动的演进过程；第二，区分和比较了不同

阶段的政民互动所产生的福利差异。本文聚焦于三个阶段的政民互动流程：（1）事前互动，具体

为村民的信息接收与村干部对公民需求的了解程度；（2）事中互动，具体为村民对于公共政策相

关内容的询问与村干部的回应和解读程度；（3）事后互动，具体为村民提出反馈意见或投诉的便

利度。本文将政民互动划分为这三个流程，不仅可以凸显不同阶段互动过程的重要性，而且更加

细致地考察它们在改善居民福利中的不同作用。

首先，对于事前互动而言，获取村务信息是居民互动的前提。委托代理理论表明，公民和政

府之间的关系是不对称的，公民对官员所作所为的了解是有限的。因而，提高公民获取和理解政

府运作信息的知情权，如行政程序、计划、预算细节等（侯利文和文军，2022），可以约束和督促政

府为居民谋福利。在事前互动环节，本文主要关注村级干部愿意披露的政策信息、允许村民的访

问深度以及对村民问题响应的关注程度等（毛丹，2009）。事前互动对农村居民福利的影响体现

在如下两个方面：第一，村级互动程度越高，表明该组织越愿意让公民监督其绩效。允许村民监

督组织的行动和决定，可能会改善和增进组织服务质量，进而改善居民福利。例如，乡镇政府可

以公布公共收支信息并发布公告鼓励村民参与讨论，通过广泛搜集和获取村民意见来寻求解决

方案，以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或公共政策施行效率，从而改善村落整体福利水平。第二，村级组织

鼓励村民参与公共政策相关话题的讨论，这有助于提高村民的收入预期和生活满意度。对于地

方管理者而言，了解居民需求并充分利用他们的反馈更有可能改善居民福利水平（Campbell 和

Lambright，2016）。本文认为，在事前互动阶段，通过搜集村民意见和积极了解村民需求的村干部

更有可能提升组织整体绩效，进而改善农村居民福利水平。

其次，基层政府在提供信息和服务供给方面已有成效，但在搭建双向互动机制方面则略显

不足（刘贞晔，2016）。对于事中互动而言，本文强调村干部与村民间的双向互动，即村干部对村

民的需求作出及时回应或解读的程度。事中互动对农村居民福利的影响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村庄内区域邻近和利益相关特性使得村民与村干部之间关于村务信息的持续互动成为可

能，这些互动允许村民表达他们对村务相关话题的疑惑。例如，村干部可以依据村民需求向他们

传达有关公共政策等话题的额外信息，村民便可以有效利用这些信息资源实现个人利益最优化

的经济活动，其生活、就业满意度等主观福利水平也会相应提升。第二，村干部向村民群体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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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读村务信息可以产生教育效果，这有助于增进村民对于组织政策、村务或未来计划等相关

重要问题的理解（Gastil 和 Levine，2005）。例如，村干部可以告知村民政策施行中所面临的挑战、

限制或法律要求以及改进计划等，这些互动行为可以为村民未来经济活动提供行动指南，规避

资产损失和改善经营效率，从而促进农户收入增长和生活质量改善。

最后，参与理论提出，公民可以对行政官员的决策提出质疑，因为这一举措有助于推进组织

目标的改进（Fung，2006）。对于事后互动而言，使村民的政策评估渠道保持畅通尤为重要。然而，

村民对村干部的态度转变仍需要村干部积极地回应和采取相应的举措。虽然，村民对政策结果

的情绪表达渠道会受到多重阻碍，但是，真正与村民分享一定程度决策权的村干部实际上可能

会采取行动，将村民的反馈纳入政策改进中。以往文献表明，当公共政策方面的问题得到明确解

释并且反馈渠道较为便捷时，村民可以提供建设性意见和评价（Gastil 和 Levine，2005）。因而，村

干部通过微信、互联网、走访等多种方式为村民提供反馈渠道。一方面，这能降低因政策失误带

来的村民福利损失；另一方面，这可以帮助村干部发现新问题，最大限度减少公共损失，并提高

村民的生活质量。

综上所述，由于互动时序和强度差异，三个阶段的政民互动可能对居民福利产生异质性影

响。第一，事前互动环节，村干部可以知晓和掌握对村民日常生活有重大影响的公共事务，并为

村民提供更及时的信息，这有助于提高村民的收入预期和生活满意度。第二，事中互动环节，村

干部在了解村民需求的基础上，提高对村民需求的响应能力，这一环节体现了政民间的双向互

动，大大提升了村民对村务信息的了解和掌握，为指导村民生产生活提供了更为精准的信息服

务，有助于深层次改进居民福利水平。第三，实际上，事后互动环节并不会必然发生，仅当村民在

前两个环节的互动中无法得到村级组织的有效回应时，他们才会借助于反馈渠道、上访等形式

表达诉求。事后互动环节可以最大程度降低居民福利损失。因此，提出本文研究假说 1：

假说 1：政民互动有助于改善居民福利。

（二）政民互动影响居民福利的机制分析

政民互动可以降低公共部门的投机行为，提高决策公允性，便于为居民提供相对精准的服

务措施（Lindholm 和 Stevanovic，2022），从而改善居民福利。接下来本节将从清廉感知、程序公平

和精准帮扶三个视角探讨政民互动影响居民福利的潜在机制。

首先，许多旨在提高政府清廉度的项目都非常重视政民之间的信息互动（Mintun 等，2021），

包括组织和授权非政府组织参与决策过程，收集和传播关于公职人员活动的信息。Brennan 和

Buchanan（1980）研究表明，正是不确定性使得政府官员可以利用自由裁量权来最大化他们的私

人效用函数。政民互动允许村庄居民获得村务信息，在监督和约束官员自由裁量权方面，政民互

动具有降低不确定性的巨大潜力（Amirkhanyan 和 Lambright，2017）。本文认为，村民通过不同环

节的政民互动，可以充分利用所掌握信息来监督和约束村干部。对于村干部而言，无论是被强制

要求还是主动保持互动渠道畅通，这本身就形成了对村级干部的约束，有助于提高居民的清廉

感知程度。

其次，拓宽政民间信息互动渠道可以提高公共决策的公允性（翁列恩和胡税根，2021），导致

更高的满意度（王宁，2021）。政民互动为村民提供了发言权，并向村民发出信号，表明决策者重

视他们的意见。依据不确定性管理模型，为应对生活中的不确定性，人们往往会依赖于公平感知

来判断（范如国，2021）。乡村干部在推行公共政策或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向居民传达决策过

程信息可以有效降低居民对于公平感知的不确定性。通过拓宽信息互动渠道，有助于提升居民

福利水平。可能的解释如下：第一，积极拓宽政民互动渠道的村干部，预计将为村民提供有关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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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流程和公共政策等相关信息（侯利文和文军，2022），遵循开放式策略的组织行为使得村民可以

参与决策；第二，政民互动式合作行为预计会提高决策的公允性和可接受性，并导致更高的满意

度（Hilgers，2012）；第三，政民互动被认为可以改善公众对程序公平的看法（Herian 等，2012），进而

增进居民福利水平。

最后，政民互动应该是村干部用来与村民互动的战略工具，让村民了解其活动的主要领域，

包括他们的优先事项、服务的实施和取得的成果。这意味着村干部与村民不断相互交流信息以

及深入了解村民对所披露信息的偏好，这可能有助于获得反馈以实现某些目标。利益相关者导

向是有效互动的必要条件，村干部通过有效互动来实现精准帮扶，改善居民福利。政民互动还促

进了交流，并改善了监管效率（高勇，2014）。乡村干部通过政民互动，可以直接地了解和掌握村

民个体需求，同时针对村民个体偏好提供相应的服务，直接改善居民福利水平。因此，提出本文

研究假说 2：

假说 2：政民互动可能通过清廉感知、程序公平和精准帮扶影响居民福利。

三、数据、变量与模型

（一）数据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上海财经大学于 2016 年进行的“千村调查”。调研的方法与历次

“千村调查”的方法相一致，采用随机抽样定点调查和学生返乡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对各个乡镇进

行调研。该调查向受访家户询问了对村干部的村务信息互动状况、廉洁行为、决策公允性、生活

关照等方面的看法以及居民的福利水平等信息，样本覆盖中国 32 个省份的 1 209 个村落约 9 200

个家户。将“未回答”或缺失值样本剔除后，样本量为 8 279 个家户，约占全样本的 90%。目前，已

有相关文献使用这一数据对中国农村问题进行了探讨（粟芳等，2020），2016 年千村调查项目同

历年调查一样，对于当前中国农村问题仍然具有政策参考意义。

（二）主要变量选择和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居民福利水平。对于居民福利的测度，既有研究大多将反映福利的指标进行

处理后再赋予一定的权重进行加权求和，从而构造一个福利指数（余谦和高萍，2011；Jones 和

Klenow，2016），但这一指标测度没有统一的衡量标准，指标构造相对较为随意。结合既有文献关

于居民福利水平测度的方式（Aguiar 和 Bils，2015），本文综合考虑居民收入等客观福利水平指标

和幸福感、满意度等主观福利指标，从而更全面地度量农村居民福利水平。其中，对于主观福利

指标中的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就业满意度、社会和谐度等问题，要求被访者在 1 至 6 的取值区间

内进行评价，值越大，表示评价越高。

2. 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为政民互动。政民互动即村干部与村民关于决策信息的沟通协作，旨在促进决策

的有效推进（Schmidthuber 等，2019）。引发关注和争议的风险一般都是以权力和责任不对等为特

征，若地方官员能够与公众直接、面对面地沟通与交流，正视民众利益诉求，通过首属关系维系情

感，民众会首先建立起情感信任。这一沟通机制不仅包括前期村干部对村民意见的收集，还包括

决策时主动向村民公开和讲解政策信息以及后期村民对该项决策结果的反馈。鉴于此，本文从

三个方面衡量政民互动。问卷调查了村民对村干部保持公众参与渠道畅通的相关问题：一是事

前互动，问卷询问“在做出工作决策之前，村干部会确保已全面了解所有村民的意见”；二是事中

互动，问卷询问“村干部会说明所做的决策，当村民提出问题时也会提供额外的信息”；三是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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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问卷询问“村民可以对村干部所做的工作决策提出质疑或上诉”。上述问题要求被访者在

1 至 6 的取值区间内进行评价，值越大，表示评价越高。以上 3 个指标构成一个潜变量政民互动，①

检验其对居民福利水平的影响。由于评价对象是村民，被访者会根据其亲身体验来对政民间信

息互动情况进行评估，故其测量值相对更为客观。

3. 机制变量

（1）清廉感知。公众对政府清廉度的看法一直被用来衡量清廉感知的代理指标。问卷关于

村民对村干部廉洁行为评价的相关问题为：①得罪村干部时，村干部会公报私仇；②村干部会利

用职位搞特权；③工作出纰漏时，村干部会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测量尺度为 1 至 6，值越小，表

示村民的清廉感知越明显。以上 3 个指标共同构成清廉感知这个潜变量。

（2）程序公平。本文将受访村民对干部决策公允性的评价作为程序公平的代理变量，该指标

的构建是受访村民对以下问题回答的量化：①本村的村干部在做工作决策时不带偏见；②本村

的村干部所做的工作决策对所有村民都一视同仁；③本村的村干部做出的决定是公平的。选项

为：完全不同意、基本不同意、有点不同意、有点同意、基本同意、完全同意。根据选项构建一个值

为 1 至 6 的排序变量，值越大，表示程序越公平。

（3）精准帮扶。本文使用如下四个指标刻画精准帮扶：①村干部会根据我个人的需要来满足

我的要求；②当我碰到难题时，村干部会即时给我鼓励；③当我工作表现不佳时，村干部会去了

解真正的原因；④村干部会帮我解决生活上的难题。选项为：完全不同意、基本不同意、有点不同

意、有点同意、基本同意、完全同意。根据选项构建一个值为 1 至 6 的排序变量，值越大，表示精

准帮扶程度越高。

4. 控制变量

为减少遗漏变量偏差，在扩展模型中还添加了控制变量，变量定义及描述详见表 1 和表 2。

表 1 结果显示，3 个政民互动测量指标的均值达到 4.6，而最大值为 6，这说明村干部表现出

较高的互动积极性。在 4 项主观福利测量指标中，村民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略高于其他福利指

标，但总体而言，被访村民的主观福利水平较高。

（三）实证模型

1. 结构方程模型

本文使用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进行实证分析。根据 Acock
（2013）的研究，相比回归模型，SEM 在探讨本文研究问题方面具有如下优势：第一，SEM 可以捕

获无法直接测量的潜在变量指标，如政民互动、居民福利等；第二，回归模型无法处理因变量多

于一个的情况，譬如居民主观或客观福利水平，而 SEM 能够较好地处理多指标测度的问题，从而

降低测量误差；第三，回归模型只能处理直接效应，而 SEM 不仅可以直观地比较各潜变量或机制

变量的差异，还可以考察变量在回归模型中的间接效应。例如，在机制分析中，我们可以观测到

不同机制的解释力度。结构模型和测量模型共同构成了结构方程模型。如图 1 所示，潜变量是

由多个显变量来测量的。测量模型可表示为：

IHi = αihiIH+εihi (i = 1,2,3) （1）

S Wi = αswiS W +εswi (i = 1,2,3,4) （2）

CPi = αcpiCP+εcpi (i = 1,2,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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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i = αp f iPF +εp f i (i = 1,2,3) （4）

PHi = αphiPH+εphi (i = 1,2,3,4) （5）

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潜变量 显变量 代码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解释变量

政民互动I
（IH）

在做出工作决策之前，村干部会确保已全面了解所有村民的意见 事前互动IH1 7 638 4.44 1.17
做决策时，村干部会说明所做的决策，当村民提出问题时也会

提供额外的信息
事中互动IH2 7 620 4.57 1.00

村民可以对村干部所做的工作决策提出质疑或上诉 事后互动IH3 7 634 4.59 1.07

政民互动II
（ID）

村子的主要决策都应由村干部决定，不需要征询村民的意见 ID1 7 767 4.59 1.29
村干部应尽量少征询村民的意见 ID2 7 777 4.61 1.35

村干部应与村民保持距离，在工作之余少与员工接触 ID3 7 749 4.67 1.25
被解释变量

家庭收入 家庭总收入与家庭规模的比值对数（万元/人） FI 7 853 1.05 0.65

主观福利

（SW）

幸福满意度 SW1 8 195 4.50 1.07
生活满意度 SW2 8 208 4.54 1.06
就业满意度 SW3 8 177 4.31 1.18
社会和谐度 SW4 8 053 4.46 1.08

机制变量

清廉感知

（CP）

得罪村干部时，村干部会公报私仇 CP1 7 631 2.09 1.29
村干部会利用职位搞特权 CP2 7 621 2.09 1.26

工作出纰漏时，村干部会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CP3 7 601 1.95 1.13

程序公平

（PF）

本村的村干部在做工作决策时不带偏见 PF1 7 435 4.55 1.13
本村的村干部所做的工作决策对所有村民都一视同仁 PF2 7 657 4.70 1.07

本村的村干部做出的决定是公平的 PF3 7 646 4.73 1.00

精准帮扶

（PH）

村干部会根据我个人的需要来满足我的要求 PH1 7 610 3.92 1.30
当我碰到难题时，村干部会即时给我鼓励 PH2 7 606 4.37 1.16

当我工作表现不佳时，村干部会去了解真正的原因 PH3 7 590 4.24 1.21
村干部会帮我解决生活上的难题 PH4 7 630 4.34 1.20

　　注：数据来源于2016年“千村调查”，作者经过整理得出。

表 2    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变量说明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干部经历 是否担任过干部职位 8 279 0.1210 0.3262 0 1

社会地位
您认为您家在当地的社会地位属于

（下层=1；中下层=2；中层=3；中上层=4；上层=5）
8 279 3.0637 0.7423 1 5

最大宗族 您家的宗族是否是全村最大的宗族（第一大姓） 8 279 0.2865 0.4522 0 1
村人均收入 去年本村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万元） 8 279 1.2470 1.8170 0.02 10.64

自然灾害 近10年以来，是否发生自然灾害 8 279 0.9226 0.2673 0 1
性别 村长性别（男=1；女=0） 8 279 0.9289 0.2571 0 1
年龄 村长年龄 8 279 49.0163 7.9794 25 75

教育程度
村长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1；中专或高中=2；

大专=3；大学本科=4；硕士=5）
8 279 2.2000 0.9101 1 5

汉族 村长民族（汉族=1；其他=0） 8 279 0.9128 0.2822 0 1
出生地 村长是否在本地出生 8 279 0.8860 0.3179 0 1

任期 村长任期（单位：年） 8 279 8.7485 7.7798 1 61

　　注：数据来源于2016年“千村调查”，作者经过整理得出。

  2023 年第 2 期

•  70  •



在式（1）−（5）中，IH、SW、CP、PF、PH 为潜变量，需要根据显变量 IHi、SWi、CPi、PFi、PHi 来估

计。系数 α 为因子载荷，ε 为残差项。测量模型使用 CFA 进行估计，以确保反映同一潜在变量的

指标是高度相关和可靠的测量（Sauer 和 Fischer，2010）。本文使用 Cronbach’s alpha 系数来评估

显变量的内部一致性（Bonett 和 Wright，2015）。采用 Kaise-Meyer-Olkin（KMO）和 Bartlett 球度检验

来测试显变量在因子分析中的适用性。本文结构方程模型设计如下：

CP = βtv1IH+µ1 （6）

PF = βtv2IH+µ2 （7）

PH = βtv3IH+µ3 （8）

FI = βt1CP+βt2PF +βt3PH+µ4 （9）

S W = βv1CP+βv2PF +βv3PH+µ5 （10）

FI 为家庭收入，SW 为主观福利。β 为潜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μ 为残差项。根据 β 的估计结

果，本文可以判断假设是否得到验证。本文使用极大似然算法进行实证估计，并采用决定系数

（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CD）、比较拟合指数（Comparative Fit Index，CFI）、Tucker-Lewis 指数

（TLI）、标准均方误差（SRMR）、近似均方误差（RMSEA）等指标检验模型的拟合优度（GoF）。

2. MIMIC 模型

MIMIC 模型是一种特殊的结构方程模型。它的解释变量是一组显变量，而被解释变量是潜

变量。左边是结构模型，一组用于解释潜变量的显变量，右边是测量模型，由多个显变量定义或

测量（Schumacker 和 Lomax，2015）。传统回归和因子分析等方法在估计时没有考虑测量误差的

影响，而结构方程模型在统计分析中使用多个观察变量来构造潜变量和隔离测量误差。因此，它

为研究人员提供了更真实的测量特征值，并可以获得更强的预测和解释能力（Acock，2013）。对

于事前互动、事中互动、事后互动不同阶段的政民互动对居民福利水平的异质性影响，本文使用

MIMIC 模型对其进行检验。解释变量仍然使用上述 3 个显变量，被解释变量居民福利是家庭收

入和 4 个显变量测量的潜变量“主观福利”。模型设置如下：

FIi = α11IH1i+α21IH2i+α31IH3i+ΓZi+ ζi （11）

S W = α12IH1i+α22IH2i+α32IH3i+ΓZi+ ζi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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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结构方程路径图

注：（1）矩形内为显变量，椭圆形内为潜变量。（2）IH、CP、PF、PH、FI 和 SW 指政民互动、清廉感知、程序公平、精准帮扶、家庭收入

和主观福利。这些变量的详细描述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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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式（11）、式（12）中，被解释变量分别为家庭收入（FI i）和潜变量“主观福利（SW）”。IH1、

IH2、IH3 是由事前互动、事中互动和事后互动这 3 个有序变量构成的向量，Zi 为控制变量向量。

本文还加入家户、村庄、村长层面的经济社会特征等控制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

四、实证结果

（一）测量模型①

测量模型的检验结果表明：第一，显变量对潜变量的所有因子载荷都高于 0.65，表明显变量

和潜变量之间的高度相关性。第二，KMO 值都高于 0.6，表明本文的样本对于验证性因子分析是

足够的。Bartlett 球形检验都是显著的，表明验证性因子分析都是有效的。第三，Cronbach’α 系

数结果显示了测量模型的高度内部一致性和结构的良好可靠性（Hair 等，2010）。总之，测量模型

的结果表明，本文使用的数据对所有潜在变量的测量是充分和准确的。

（二）结构方程模型估计结果

本文首先比较了结构模型的 GoF 统计，如表 3 所示。列（1）、列（2）为未引入控制变量的估计

结果，列（3）、列（4）为加入控制变量估计后的结果。CFI 和 TLI 分别为 0.98 和 0.97。两个统计数据

都接近完美值 1（Bentler，1990）。这一结果表明，对于模型 GoF，无论是否引入控制变量，均不影响

模型拟合。列（1）、列（2）的 SRMR 和 RMSEA 分别为 0.048 和 0.066，列（3）、列（4）模型的 SRMR 和

RMSEA 分别为 0.017 和 0.033，均低于 0.08 的上限（Hancock 和 Mueller，2013）。列（1）、列（2）的

CD 值为 0.92，列（3）、列（4）的 CD 值为 0.94，但仍然高于未引入控制变量的模型（Kline，2015）。这

些数据为结构模型的良好拟合提供了证据。最后，引入控制变量后，CFI 和 TLI 指数接近 1，

SRMR、CD 和 RMSEA 值表明模型拟合良好。这个结果支持了结构模型的良好解释力，SEM 分析

的结果可以用来检验前文假设。
  

表 3    结构方程模型估计结果

（1） （2） （3） （4）

非标准化 标准化 非标准化 标准化

政民互动→家庭收入 0.0139*（0.0080） 0.0208*（0.012） −0.0045（0.0077） −0.0069（0.0118）

政民互动→主观福利 0.3817***（0.0119） 0.3838***（0.0107） 0.3679***（0.0122） 0.3705***（0.011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7 556 7 556 6 938 6 938

拟合值
CFI=0.984；TLI=0.976；SRMR=0.048；

RMSEA=0.066；CD=0.924
CFI=0.984；TLI=0.975；SRMR=0.017；

RMSEA=0.033；CD=0.936
　　注：（1） 比较拟合指数（Comparative Fit Index，CFI），该数值越高表示拟合良好，数值等于1表示模型完全预测了结果。（2）TLI代表

Tucker-Lewis指数，也被称为non-normed fit指数。该指标的值越大，表明模型拟合度越好，越接近1表明拟合越好。（3）SRMR代表标准

均方误差。良好的拟合是一个较小的值，该值应限制在0.08以内。（4） RMSEA代表近似均方误差。良好拟合是一个很小的值，该值应

限制在0.08以内。（5） CD代表决定系数，完美的拟合对应于CD为1。（6）括号内为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

水平上显著。

其次，本文报告了政民互动影响居民福利水平的结构估计结果。由 3 项指标变量合成的潜

变量政民互动对主观福利产生了正向影响，并且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说明政民互动越

频繁，被访村民的主观福利水平越高。回归系数为 0.37，表明政民互动增加 1 个标准差，相当于

村民主观福利水平提升 0.37 个标准差。在未引入控制变量时，政民互动对家庭收入的影响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而在加入控制变量后，政民互动对家庭收入的影响不再具有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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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意义，表明政民互动对家庭收入影响有限。可能原因在于：第一，从理论上来看，政民互动行为

可以为村民未来经济活动提供行动指南，规避资产损失和改善经营效率，从而促进农户收入增

长和生活质量改善。而在实践中，政民互动更多地体现为一种信息交流和知识获取，短期内可能

并不能带来明显的收入提升。第二，从政民互动的概念界定上来看，政民互动通常被视为村干部

与村民对行政决策、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行政预算事项、投资项目等进行互动与交流，以有效呼

应居民需求，充分利用信息资源，提高乡村社会凝聚力。因而，本文可以判断政民互动对居民主

观福利水平具有更为直接的影响，而对居民客观收入则表现为间接和长期的影响。

（三）稳健性检验

1. 替换变量①

在对政民互动的测度上，本文尝试使用事前互动、事中互动和事后互动 3 个指标变量进行

度量，由于既有文献尚未有准确的测度方法，这一测度方式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因而，本文还

从村干部“独立决策”视角侧面考察政民互动的效果，具体从以下方面进行测量。问卷调查了关

于村民对村干部“独立决策”评价的相关问题：（1）村子的主要决策都应由村干部决定，不需要征

询村民的意见；（2）村干部应尽量少征询村民的意见；（3）村干部应与村民保持距离，在工作之余

少与员工接触。测量尺度为 1 至 6，值越大，表示村干部更倾向独立决策，较少与村民进行信息互

动。作为一种检验，本文将政民互动（IH）替换为政民互动 I（ID），重新估计基准结果。结果表明，

村干部独立决策倾向越高，受访村民的主观福利越低，在统计水平上也具有显著差异。这一结果

从侧面证明了基础结论的稳健性。

2. 更换计量模型②

根据表 3 中的标准化系数，我们可以计算得到政民互动和主观福利因子值的预测值，同时

使用普通最小二乘（OLS）方法对基准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估计结果发现，政民互动并未对家庭

收入产生显著影响，而政民互动显著提升了居民的主观福利水平，表现为幸福满意度、生活满意

度、就业满意度和社会和谐度的提升。这一发现与基础结论一致。

3. 工具变量估计

表 3 的估计中控制了农户、村庄层面很多具有较强相关性的变量指标，但政民互动的内生

性仍然存在。因此，本文尝试使用地理性质的工具变量对政民互动进行检验。地理因素由相对

外生的自然条件形成，不太可能通过宏观因素影响当期居民福利水平，这使得地理变量可以作

为相对外生的工具变量。具体而言，本文使用城市地形起伏度作为政民互动的工具变量，其合理

性需要满足相关性和外生性两个条件。

首先，本文考虑城市地形起伏度与政民互动的相关性。城市地形起伏度增加了直接的信息

沟通成本。地形起伏度的增加，会大幅增加农户在前往村委办公中心获取信息或咨询村干部的

时间、金钱成本。随着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村民获取村务信息的成本也随之降低。但是，将

村务信息公布在网络上的村落仅约 6%，③大多数村落居民获取村务信息仍需要通过政民间的

“面对面”互动。因此，地形因素在政民互动便利度方面十分重要。其次，本文还需要考虑地形起

伏度作为工具变量的外生性。地形起伏度可能通过除政民互动外的其他渠道影响当期农村居民

福利水平。比如，地形起伏度也可能通过影响农业种植结构，进而影响农户收入变化，这使得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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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变量并不完全外生。基于此，本文在工具变量估计模型中对村耕地面积、经济发展程度等因

素加以控制，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地形起伏度作为工具变量的内生性。同时，本文认为地形起

伏度作为相对外生的自然地理条件，对当期的农村居民福利水平产生直接影响的可能性较低。

表 4 使用城市地形起伏度对政民互动进行回归检验。结果显示，城市地形起伏度对政民互

动的估计系数为负，并且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城市地势落差越大，政民互动的成

本也会越高，与理论预期相符。同时，工具变量一阶段 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均大于

10% 的临界值 16.38，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频繁的政民间信

息互动不仅会带来居民收入增长，而且提升了居民的主观福利水平。
  

表 4    工具变量估计

（1） （2） （3） （4） （5） （6）

IV 2nd 家庭收入 主观福利 幸福满意度 生活满意度 就业满意度 社会和谐度

政民互动
1.4306***

（0.5329）

1.2558***

（0.3952）

0.9768***

（0.3492）

1.2848***

（0.4201）

2.3870***

（0.8263）

0.6940**

（0.332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V 1nd 政民互动

地形起伏度
−0.0917***

（0.0307）

−0.0882***

（0.0309）

−0.0882***

（0.0311）

−0.0881***

（0.0311）

−0.0882***

（0.0309）

−0.0904***

（0.0313）
Cragg-Donald
Wald F statistic

41.114 39.673 39.030 38.883 40.2273 40.222

观测值 7 685 8 103 8 019 8 032 8 001 7 878
　　注：政民互动和主观福利指标为预测值，而括号内为聚类在村庄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

水平上显著。

（四）MIMIC 模型估计结果

由于政民互动指标由事前互动、事中互动和事后互动 3 个指标合成，因此本文进一步分析

互动时序与居民福利水平之间的关系，以探讨促进作用的原因。表 5 使用 MIMIC 模型展示了事

前互动、事中互动和事后互动对居民福利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在逐步引入控制变量后，不同

环节的互动均在改善居民福利水平上具有异质性影响。
  

表 5    MIMIC 模型估计结果

（1） （2） （3） （4）

家庭收入 主观福利 家庭收入 主观福利

事前互动 −0.0375*（0.0196） −0.0439**（0.0187） −0.0307（0.0189） −0.0483**（0.0190）

事中互动 0.0471**（0.0210） 0.2582***（0.0199） 0.0368*（0.0204） 0.2535***（0.0202）

事后互动 0.0033（0.0157） 0.1023***（0.0150） −0.0245（0.0153） 0.0858***（0.015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拟合值
CFI=0.976；TLI=0.960；SRMR=0.047；

RMSEA=0.073；CD=0.139
CFI=0.979；TLI=0.965；SRMR=0.016；

RMSEA=0.040；CD=0.288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表 5 列（3）、列（4）的估计结果显示，事前互动对主观福利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事前互

动并不能显著改善居民福利水平。相比事前收集村民意见和事后保持反馈渠道畅通，事中互动

更有助于改善居民福利水平。而政民互动本身可能不会带来家庭收入的明显改善，而事中互动

有可能提高家庭收入。可能的解释是，事前互动或许仅仅是对村民意见的搜集，并未对居民的实

际生活产生实质影响。而事中互动环节可以大大提升村民对村务信息的了解和掌握，这为指导

村民生产和生活提供了更为精准的信息服务，有助于改进居民福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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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机制分析

本文进一步考察政民互动如何通过村干

部 行 为 来 影 响 居 民 福 利 水 平 。 需 要 注 意 的

是，由于本文无法确切了解村干部执行政策

的细节以及人们对此项政策的看法，这使得

本文无法探究单个渠道的相对重要性。本文

认为，在政民互动程度更高的村落，村干部对

该项决策的尽责程度更高，村民对村干部行

为的表现评价也更好，因此表现出较高的福

利感知。

1. 清廉感知

政民互动仅仅反映了村干部与村民间的

信息沟通吗？还是对村干部的行为约束产生

了同步变化？通过表 6 的结构方程模型结果，

本文发现政民互动对清廉感知具有显著的负

向影响，进而对家庭收入和主观福利也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一结果表明，清廉感知在政民互

动和居民福利水平之间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政民互动频繁的村落，村干部的行为会受到约束，

提升了村民的清廉感知。这些结果表明，政民间互动不仅仅是信息的传达，还对村干部行为产生

强有力的约束，使得村民获得了更高的福利。政民间接触增多可以增进他们对彼此间相似程度

的认识，察觉到的相似性能够产生高度的相互吸引。基于上述判断，群体间的直接接触也许是促

进廉政建设的有效方式。

2. 程序公平

不同形式的政民互动均有助于公众理解政府职能，本文主要关注村干部与村民之间的互

动。这里的互动是指在收集和整理居民意见的基础上，披露和概述决策要素的信息，并对这些要

素信息如何解决实际问题进行相应的解读。然而，并非所有的政民互动都有助于提高公众对决

策程序公允性的理解。因此，讨论政民互动对于程序公平的影响，有助于理解居民福利改善的来

源。通过表 6 的结构方程模型估计结果，本文可以看到政民互动对程序公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并进而对主观福利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而对家庭收入并未产生显著影响。这一结果表明，程序公

平在政民互动和主观福利水平之间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但程序公平并未在政民互动和家庭收

入间起到调节作用。这表明频繁的政民互动有助于激励村干部进行公正的决策，进而极大程度

上改善了村民的主观福利水平。

3. 精准帮扶

政民间的频繁互动有助于乡村干部了解村民需求，施行因人而异的方针政策。比如，村干部

会根据村民个体需求给予帮助和鼓励，这有可能直接改善居民的主观福利。通过表 6 的结构方

程模型估计结果，本文发现政民互动有助于提高村干部的精准帮扶程度，进而对主观福利产生

显著正向影响，而对家庭收入并未产生显著影响。这一结果表明，精准帮扶在政民互动和主观福

利水平之间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但精准帮扶并未在政民互动和家庭收入间发挥作用。精准帮

扶虽不能带来直接的物质回报，但可以有效提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或生活满意程度。

综上所述，政民互动对清廉感知、程序公平、精准帮扶具有决定性影响。因此，清廉感知、程

序公平、精准帮扶共同决定了居民主观福利的改善水平，其中程序公平在政民互动与居民主观

表 6    结构方程模型：机制分析结果

βtv1：政民互动→清廉感知 −0.5517***（0.0097）

βtv2：政民互动→程序公平 0.9381***（0.0041）

βtv3：政民互动→精准帮扶 0.6944***（0.0077）

βt1：清廉感知→家庭收入 −0.0492***（0.0159）

βt2：程序公平→家庭收入 −0.0007（0.0209）

βt3：精准帮扶→家庭收入 −0.0060（0.0189）

βv1：清廉感知→主观福利 −0.0895***（0.0148）

βv2：程序公平→主观福利 0.2997***（0.0192）

βv3：精准帮扶→主观福利 0.1344***（0.0176）

控制变量 控制

观测值 7 024

拟合值

CFI=0.967；TLI=0.960；

SRMR=0.038；

RMSEA=0.054；

CD=0.948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

著性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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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改善之间的调节作用高于清廉感知和精准帮扶。在互动较好的村落，村民对村干部的行为

表现评估更好，村民的主观福利也有所改善。乡村干部作为村务信息的生产者和提供者，其传播

给居民的信息质量也决定了居民获取信息的质量，进而会影响居民对村务的认知和理解效果。

本文研究表明，政民互动有助于将村务信息直接传递给村民，使村民更加了解决策的利弊。村民

可以充分利用村务信息，改善其福利水平。

五、结论和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 2016 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使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政民互动对农

村居民福利水平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第一，政民互动渠道的畅通拉近了基层政权与村

民之间的距离，并有助于提升居民主观或客观福利水平；第二，政民互动的事前、事中、事后三个

环节均不同程度地提升了居民主观福利，但是在事中互动环节，村干部关于公共政策信息的解

读对结果的影响更为显著；第三，清廉感知、程序公平和精准帮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政民互

动和居民福利的关系，其中程序公平在政民互动与居民主观福利改善间的调节作用高于清廉感

知和精准帮扶。上述发现表明，乡村干部可以通过在基层治理过程中保持政民互动渠道的畅通，

确立公平合理的规则，这将有助于改善农村居民福利水平。

基于以上结论，具体建议如下：首先，通过加大基层政务的公开化，让普通村民能够切实参

与基层治理，并逐步提升居民主观或客观福利水平。具体而言，一方面，强化横向主体协同和纵

向层级融合，不仅需要上级政府的引导和支持，而且需要村民个体与社会力量的协同参与；另一

方面，通过让村民参与基层治理过程，提高村民和村干部之间的互动，进而在有效监督和责任机

制的基础上规范乡村干部行为。其次，为提升政民互动的有效性，地方政府应关注居民信息需求

及其认知理解能力，主动为居民进行解读并提供额外的信息来消除公众疑虑，这是增进农村居

民主观福利的有效手段。最后，乡村干部在基层治理过程中要保持公众参与渠道的畅通，并逐步

规范自身行为，确立公平合理的公共规则，实现精准帮扶，从而改善居民福利水平。

　　* 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和编辑部老师的宝贵建设性意见，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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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izen-State Interaction and Rural Residents’ Welfare: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the Data of

“Thousand-village Survey” of SUFE

Zhou Cai1,  Li Bowen2,  Wu Yiping1

(1. School of Public Economics and Administratio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Summary:  Actively promoting citizen-state interaction is a strong guarantee for comprehensively imple-

menting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Citizen-state interaction is an im-

portant strategy for promoting informed, engaged and empowered citizens, which can help to advance manage-

ment and organizational goals. However, there is a lack of studies on the stage at which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citizen is more conducive to the improvement of residents’ welfare. Based on

the evaluation of villagers’ behaviors of village collective organizations in the early, middle and late stages to

measure citizen-state interac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heterogeneous effect of citizen-state interaction in

different stages on the improvement of residents’ welfare and its mechanisms.

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Thousand-villages Survey” conducted by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in 2016, we use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to study the impact of citizen-state interaction on

the welfare of rural residen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 the smooth channel of information interaction ef-

fectively closes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grassroots government and villagers, and helps to improve residents’

welfare. Second, the three stages of citizen-state interaction all improve the subjective welfare of residents.

Among them, the interaction link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public policy information by village cadres have a

more prominent impact on the outcomes. Third, corruption perception, procedural fairness and precise assist-

ance can expla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itizen-state interaction and residents’ welfare, and procedural fair-

ness has a higher moderating effect than corruption perception and precise assistance. The conclusions are of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realizing the benign interaction between rural residents and national

policies, and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The contributions are reflect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 existing literature on citizen-state interac-

tion is mainly based on individual cases or specific situations, and the effectiveness and extensibility of their

conclusions are questionable. This paper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welfare effect of citizen-state interaction,

which is an extension of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Second, this paper distinguishes and quantifies citizen-state in-

teraction, and employs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citizen-state interaction

on the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welfare of residents. Third, this paper identifies and compares the importance

of corruption perception, procedural fairness and precise assistance in the process of citizen-state interaction to

improve residents’ welfare, and provides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better playing the service role of citizen-state

interaction.

Key words:  citizen-state interaction； rural residents’ welfar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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